
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干预政策的
溢出效应分析
———一个田野准实验研究

□ 徐 林 凌卯亮

内容提要 现有研究在分析居民环境行为的干预政策时， 较多地关注干预策略对政策目

标行为的影响，忽视了其对于居民其他环境行为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本文设计了一个田野准

实验，分别检视了宣传教育和经济激励这两种垃圾分类推广策略的实施效果。为期 3 个月的实

验结果显示，尽管两类策略均能够改善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且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垃圾分类

的宣传教育策略更易推动居民参与其他环保行为。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不断强化

的环境关心度是宣传策略正溢出的一个机制，而外在激励对环保认同感的"挤出"是经济策略

难以发生正溢出，甚至可能引发负溢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此类溢出效应的深入研究不仅可形成

学术积累亦可优化实践部门的综合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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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理解居民的环境行为并设计有效的干预策略

一直是环境保护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 在分析行

为干预政策的实施效果时， 传统文献往往集中于

讨论干预策 略 能 否 改 善 政 策 意 图 推 广 的 环 保 行

为。 然而，新近的研究却发现了一类有趣的现象：
针对某类环保行为的干预政策亦会改变居民其他

的环境行为，且不同的干预模式下，这类溢出效应

（Spillover）也将呈现显著的差异（Evans et al., 2013;
Truelove et al., 2014; Steinhorst et al., 2015; Stein-
horst & Matthies, 2016; Carrico et al., 2018）。 这些

发现为行为干预策略的选择与优化提供了重要的

政策蕴含， 即如果某类行为的干预策略能够对居

民其他的环境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那么该策略将

因正向溢出 （Positive Spillover） 收获多重政策效

果，进而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相反，倘若某类

策略无法产生正溢出，甚至诱发了负向溢出（Neg-
ative Spillover），那么该类策略在动员公众参与环境

保护上将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 （Evans et al., 2013;
Truelove et al., 2014）。 目前，这类溢出效应已经引

起了包括心理学、 行为经济学等多个领域学者的

高度重视。 有学者对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当干

预这块“鹅卵石”被“投”入居民行为的“水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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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会“溅”起一些“水花”，更会“激”起“层层涟漪”
（Dolan & Galizzi, 2015）。 心理学大师卡尼曼更是

指出，对于这些“涟漪”的识别与分析是当前行为

科 学 研 究 中 最 令 人 兴 奋 的 领 域 之 一（Kahneman,
2011）。

自 2017 年 3 月国务院颁布《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实施方案》以来，生活垃圾的源头分类已成为我

国各大城市正在全力推进的重大环境政策。 在具

体的推广上， 地方政府主要采取了社区宣传教育

与经济奖励诱导这两类行为干预模式 （徐林等，
2017）。 那么，这一备受社会各界重视的环保政策

是否会对居民其他的环境行为产生溢出？ 若存在

溢出，不同推广策略下该效应将呈现怎样的差异？
溢出效应又为何能够发生？ 尽管垃圾分类与回收

是环境保护的重点研究对象， 但对于该领域政策

溢出的系统性检视却非常缺乏 （徐林、 凌卯亮，
2017）。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将检验宣传与

奖励这两类垃圾分类干预策略对若干环保行为的

影响， 从而揭示可能存在于其中的溢出效应及其

发生路径。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设计了一个田野准

实验， 以更好地识别外部干预与个体行为之间的

因果关系。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两类策略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生活垃圾的源头分类是缓解“垃圾围城”困境

的有效途径， 但需要居民个体承担相应的行动成

本， 作为理性行动者的居民可能因此缺乏自愿参

与的动机。 为克服这一集体行动困境，提升居民的

环保意识或为分类践行者提供“选择性激励”已成

为当前大多数国家推动垃圾分类的主要策略。 在

我国， 深入社区的宣传教育是地方政府推行垃圾

分类的主要手段。 这类策略通过向居民展示垃圾

污染的信息并强调垃圾分类对环境保护的贡献，
旨在培育居民的环保规范意识， 引导他们自愿践

行垃圾分类。 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选择与回

收公司展开合作， 向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提供经

济奖励，提高个体行动收益以增强其分类意愿（徐

林等，2017）。 既往文献分别对两类策略的干预效

果展开了实证分析， 但仍以历史观测数据的统计

分析为主，缺乏实验或准实验类型的研究，且样本

多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 研究结果表明，两类政策

均 有 助 于 提 升 居 民 的 垃 圾 分 类 水 平 （Varotto &
Spagnolli, 2017; Xu et al., 2017）。 综上有假设 1：
环保信息宣传和经济激励诱导对居民的垃圾分类

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
（二）两类策略对非目标行为的溢出效应

尽管国际学界对于溢出问题已经日益关切，
但相关研究在我国仍未起步。 溢出效应表明，旨在

推动某类环保行为的干预策略可能影响居民参与

其他环保行为的意愿（Evans et al., 2013）。 有关这

类效应的证据主要来自环境心理学的研究，且集中

于节能领域。 例如，Evans 等的实验室实验检验了

拼车行为的干预能否对被试的废弃物回收行为产

生影响（Evans et al., 2013）。 他们的研究显示：相

较于对照组，仅接受环保信息（如“拼车有助于减

少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的被试更乐于回收废弃

纸张，而接受经济（如“拼车有助于节省个人开支”）
或混合信息的被试在回收行为上与对照组无明显

差异。 类似的证据也体现在 Steinhorst 和 Matthies
（2015）、Steinhorst 等 （2016）、Carrico 等 （2018） 的

田野实验中。 这些研究表明，强调环保行为公益属

性的信息宣传策略能够引发环保主义在其他行为

上的泛化；相反，以个体经济理性为落脚点的经济

诱导型策略则很难发生正向溢出。
虽然存在证据初步证实了这类溢出效应，但

目前学界对于溢出机制的讨论却呈现高度的“碎片

化”，并未形成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且缺乏实证经

验的佐证（Evans et al., 2013;Truelove et al., 2014;
Steinhorst et al., 2015）。 研究者一般认为，溢出效应

与行为干预的心理影响力（Psychological Impact）息

息相关，而不同类型的干预策略往往会激活个体不

同的心理感知，进而左右他们对于其他环保事务的

决策（Truelove et al., 2014; Steinhorst et al., 2015;
Steinhorst & Matthies, 2016; Carrico et al., 2018）。
例如，基于 Schwartz 的社会价值理论（Social Values
Theory）（Schwartz, 1992; Schwartz & Rubel, 2005），
Evans 等认为，当接受某类行为环保价值的信息时，
个体的自我超越型价值感知（Self-transcending Val-
ues）可能会被激活， 进而更倾向践行其他能够实

现环保价值的行为（Evans et al., 2013）。 环境关心

（Environmental Concern） 就是这类自我超越价值

中 的 典 型 代 表（Th覬gersen & 魻lander,2006），被 激

活的环境关心度有助于推动居民自愿参与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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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行为（Verplanken & Holland, 2002; Th覬gersen
& 魻lander, 2006; Carrico et al., 2018;）。 然而，强调

某类行为能够带来的经济价值则无法强化个体的

环境关心度；相反，个体的自利型价值感知（Self-
interested Values）更易被激活。此时，行为能否带来

私益将成为个体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他们不愿参

与 其 他 无 法 带 来 私 益 的 环 保 行 为 （Evans et al.,
2013） 。

此外，也有学者结合“动机挤出”理论（Motiva-
tional Crowding-out Theory） 指出经济策略甚至会

引发负溢出（Truelove et al., 2014）。 行为经济学和

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表明， 个体的利他行为往

往受到内、外部动机（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
vations）的共同影响（Deci et al., 1999; Frey & Je-
gen, 2002）。 然而，这两类动机并非互相独立，外部

激励可能会“挤出”个体从事利他行为的内在动机

（Frey & Oberholzer-Gee, 1997; Deci et al., 1999;
Frey & Jegen, 2002; Bowles, 2008; Bowles & Pola-
nia-Reyes, 2012）。 与此相关的解释主要有：其一，
经济干预手段 可 能 会 混 淆 行 为 主 体 的 内 部 归 因

（Internal Attribution）， 即个体更多地将自己的利

他行为归因于外部因素的激励， 而非内在动机的

驱动，这将削弱个体内在的利他动机（Deci et al.,
1999; Bowles, 2008; Bowles & Polania -Reyes,
2012）；其二，个体的行为动机也会受到所属社群

中其他成员的影响 （Ostrom, 2000; Bénabou & Ti-
role, 2011; Farrow et al., 2017）。 在长期推广过程

中， 外部激励可能在社群层面营造了自利性的社

会规范（Social Norms），从而削弱了社群成员内在

的利他动机（Bowles, 2008; Bénabou & Tirole,2011;
Moros & Vélez, 2017）。 环境保护是一类典型的利

他行为，而环保认同感（Pro-environmental Identi-
ty）是驱动居民自愿践行环保主义的重要内在因

素（Whitmarsh & O'neill, 2010; Truelove, 2014; Van
Der Werff et al., 2014）。 然而，经济激励策略可能

“挤出”这类动机：一方面，外部激励可能会强化居

民对自身环保行为的外部归因， 使他们更相信从

事环境保护并 非 源 于 自 己 坚 定 的 环 保 主 义 信 念

（Th覬gersen & Crompton, 2009; Truelove, 2014; 徐

林、凌卯亮，2017）；另一方面，当居民观察到其他

社群成员的环保行为受到物质奖励时， 他们可能

认为所处社群 的 社 会 规 范 更 多 指 向 自 利 而 非 环

保，这又减弱了个体的环保主义认同（Van Der Werff
et al., 2014; Farrow et al., 2017）。 当个体的环保认

同受到削弱后， 他们自愿参与其他环保行为的程

度也会随之降低。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a：环保信息宣传策略能够产生正向溢

出，即相对于未受到干预的居民而言，接受垃圾分

类环保价值信息的居民更乐于参与其他环境友好

行为；
假设 2b： 经济激励策略无法引发正向溢出，

甚至存在负向溢出的可能， 即相对于未受到干预

的居民而言， 接受垃圾分类外在奖励的居民并不

会提升、甚至会降低参与其他环保行为的程度。
假设 2c：环境关心度是正向溢出发生的一条

路径，即宣传策略会提升居民的环境关心度，进而

提高居民参与其他环保行为的水平；
假设 2d：环保认同感是负向溢出发生的一条

路径，即奖励策略会降低居民的环保认同感，进而

减弱居民参与其他环保行为的水平。

三、实验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实验于 2017 年 4 月至 8 月在杭州市 Y 区

的三个社区开展，之所以选择它们是因为：首先，
这三个社区地理位置相互毗邻，在人口结构、社会

经济、社区建设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相似性，这有利

于排除社区层面 的 固 有 差 异 对 于 研 究 结 果 的 干

扰；其次，这些社区在本研究开展前从未推广过生

活垃圾分类， 且由于近几年的 “市容市貌整治运

动”，该地区的非正式回收部门也基本消失，因此

被试受其他干扰源的影响程度较低；第三，当地政

府意图通过志愿者上门动员或向资源回收公司购

买公共服务等方 式 逐 步 在 当 地 推 广 垃 圾 源 头 分

类，这为实验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①

本实验的实验员由当地志愿者和在校研究生

构成，在正式入户前，他们全部接受了实验研究的

相关培训。 课题组设计好初始问卷，进行了小规模

的预调研后适当修改了问卷结构、题量和表述，形

成的最终问卷见附录 A。
（一）实验设计

课 题 组 在 每 个 社 区 都 随 机 抽 取 了 100 户 家

庭，并对其中的成年居民进行招募，共招募了 225
位居民。所有参与者均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在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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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 实验员仅告知居民这是一项关于垃圾分

类的研究，而不透露实验的真实目的，以进一步保

障实验的质量。 在正式干预前，实验员对所有参与

者进行了一次前测，测量内容包括：（1）被试的人

口属性；（2）垃圾分类、节电等多类环保行为的参

与程度；（3）环境关心度与认同感等两类心理变量

的认知水平。 由于社区中的居民无法被重新组织

并进行随机处理， 同时也为了尽可能减少由于不

同实验组被试之间互动所导致的 “交互干扰”问

题，居住在同一社区的被试被统一分入“环保组”
（受环保宣传干预的实验组）、“经济组”（受经济激

励干预的实验组）或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干

预）。 随后，实验组的参与者开始接受行为干预：对

“环保组”，实验员每月进行一次入户访谈，传递有

关垃圾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垃圾分类行为对环境

保护的贡献等信息， 每次访谈大约 0.5 小时；对

“经济组”只是给予直接的物质奖励。 ②当为期三个

月的干预结束后， 实验员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第

二轮关于各类行为与心理变量的调查， 题项内容

与前测完全一致。 两次测试均通过实验员上门邀

请参与者填写问卷完成。 表 1 展示了实验的关键

步骤。

（二）变量测量

垃圾分类行为的测量：本文设置了 4 道题项分

别测度居民对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

他垃圾的分类频率，并用 Likert-5 点量表赋值，以

检视居民的垃圾分类水平。 ③

其他环保行为的测量：本文设置了共 20 道题

测度居民践行节电、节水、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等

四种私人环保行为的参与程度， 以及环保政策支

持度和公民性行为（Citizenship Actions）的参与意

愿，用 Likert-5 评分方法赋值。 ④这些行为构成了

居民生态足迹的主要部分，既包括私人领域，也涉

及公共领域， 从而有助于对垃圾分类溢出效应进

行全方位检视。

心理变量的测量：分别设置了 4 道题项测量了

环境关心度、3 道题项环保主义认同感，并用 Lik-
ert-5 点量表赋值。 ⑤

社会人口属性的测量：分别对居民的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总收入（税后）进行度量。
其中，性别以虚拟变量形式表征（0=男性，1=女性）；
年龄以连续数据测量； 其余变量按照表 2 展示的

分类情况应用定序数据测量。

由于各变量涉及的测量指标较多， 本文采用

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进行降维并提取公共因子。
在 KMO 值均大于 0.9 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均

显著的基础上， 分别对个体环保行为与心理变量

进行因子分析。 结果表明，在前测与后测中，本文

都能够从垃圾分类、绿色出行、政策支持与公民性

行为的测量题项中各抽取一个公共因子， 这四类

行为分别用它们的公共因子得分进行赋值。 ⑥测量

节电行为的四个题项无法在前后测中产生一致的

表 2 人口属性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00）
变量 占比

性别

男 49.5
女 50.5

年龄

＜20 1.00
20-29 7.00
30-39 40.50
40-49 29.00
50-59 17.00
60 5.50

教育水平

未接受教育 2.50
小学 7.00
初中 19.00
高中 36.50
大专 16.50
本科 16.50
研究生及以上 2.00

税后家庭月总收入

＜￥5000 16.00
￥5000-10000 42.50
￥10000-15000 23.00
￥15000-20000 13.00
￥20000-25000 2.00
≥￥25000 3.50

组别 前测（4 月底） 干预（5-7 月） 后测（8 月初）

环保组 D&B&P X1 B& P

经济组 D&B&P X2 B& P

对照组 D&B&P — B& P

表 1 实验流程

D：个体人口属性调查；B：各类行为参与程度或意愿的调

查；P：对各类心理变量的调查；X1：环保宣传；X2：经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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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因子。 效仿既往研究 （Lanzini & Th覬gersen,
2014），本文将每个题项均作为具体的节电行为纳

入后续分析。 相同的处理手段也运用于节水和绿

色消费。 对于心理变量，在前、后测中，本文恰好能

从两类变量题项中各抽取一个公共因子， 这两类

心理变量分别用其公共因子得分进行赋值。 ⑦

（三）样本

剔除实验过程中流失 （如拒绝接受干预、生

病、搬家、长期出差等）以及测试中未能有效填写

问卷（如漏答了关键题项、多数题目答案雷同、前

后测填写人不一致等）的样本后，共 200 人较好地

完成了所有实验步骤， 其中两组实验组共计 120
人，对照组 80 人。具体信息如表 2 所示。与全国人

口结构相比，本样本包含了更多的女性、中青年和

高等学历居民（全国：女性 48.8%，60 岁以上居民

16.4%，本科及以上学历居民 6.5%）。 ⑧

四、数据分析

（一）两类策略的直接效果与溢出效应检验

本文首先对两类策略的直接效果和溢出效应

进行检验。 检验的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yt2=α+
2

n = 1
Σγn dn +

6

k = 1
Σβk xk+δ yt1+μ

yt2 表示在后测中居民参与某类环保行为的水

平，α 为模型截距项，μ 为随机干扰项；dn 表示两类

实验组的虚拟变量， 以反映被试接受了何种类型

的干预；xk 表示控制变量。 由于本研究采用了“非

等同对照组”的准实验设计思路，同时部分样本也

在筛选过程中予以剔除， 这导致各组间的平衡性

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应当对关键的“第三方因素”
予以控制， 以实现各组的初始状态在可控条件下

的近似等同。 本文遴选的控制变量包含个体的人

口背景特征及环保关心度和认同感的前测得分。
此外，本文也将受检验行为的前测得分，即 y_t1纳

入模型，一方面，这有助于进一步控制各组间可能

存在的初始差异；另一方面，这能够控制被试在多

次问卷填写时可能存在的“向均值回归”（Regres-
sion towards the Mean）偏 误（Lanzini & Th覬gersen,
2014; Thomas & Poortinga, 2016）。 βk、γn、δ 分别代

表这三类自变量所对应的系数。
由于本文同时对包括垃圾分类在内的多个环

保行为进行了检验， 各回归方程之间可能存在误

差相关， 为控制这一偏误， 本文采用似无关回归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方法对方程组进

行估算。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知，相对于对照组而言，两类策略均

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垃圾分类水平， 因此假设 1
得到验证。 此外， 为直接比较两类策略的实施效

果，本文将模型中的基准组更换为“经济组”，并重

新拟合了回归模型。 结果表明，两类策略对垃圾分

类行为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β=0.017，p=0.932）。
就干预策略的溢出效应而言， 环保宣传策略对其

他七类环保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环保

信息宣传能够引发正溢出，故假设 2a 成立。 宣传

策略并未对其余六项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这或许

是因为行为的参与成本较高 （如绿色出行和两类

公共领域环保行为 （Lanzini & Th覬gersen, 2014））
或与社会和家庭固有的消费习惯密切相关 （拒绝

一次性餐具、自备购物袋、节约饮用水），改变它们

的难度相对较大，进而阻碍了正溢出的发生。 ⑨

与假设 2b 不一致的是，经济激励仍能显著提

升居民对一项环保行为（关闭不使用电器）的参与

水平。 这可能是因为，当居民接受垃圾分类的外在

奖励后，个体的自利型价值感知被激活，使得他们

更愿意参与其他能够带来私益的环保行为。 由于

实验开展于 4 至 8 月份，正值春夏交替时节，家庭

制冷设备的使用频率因气温上升而不断提高 （如

对照组居民参与此类行为的水平在两次测试中呈

现下降趋势：前测均值=3.81，后测均值=3.70），“经

济组” 的居民更倾向于参与此类节电活动以减少

家庭支出。
（二）溢出效应的发生路径检验

根据社会价值理论， 垃圾分类的价值宣传策

略可能通过增强个体环保关心度进而提高他们参

与其他环保行为的意愿。 而基于“动机挤出”理论，
垃圾分类的经济策略可能降低居民的环保认同感

进而抑制他们参与其他行为。 ⑩本文按照 Baron 和

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对两条潜

在的溢出路径进行检验。 由于自变量（垃圾分类政

策）与因变量（环保行为）间的关系已经得到拟合

（见表 3）， 本文接下来对干预策略与两类中介变

量（环境关心与环保认同）的关系展开似无关回归

拟合，结果如表 4 所示。 可知，环保宣传策略能够

显著提高居民的环境关心度， 而经济激励与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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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1, *p<0.1；在每个方程中，个体人口属性、两类心理认知变量的前测水平均被控制，结果不再展示。

因变量

（心理变量后测水平）

核心自变量

（垃圾分类干预策略）
β SE P

环境关心度
环保宣传 0.552*** 0.155 <0.001
经济激励 0.320 0.212 0.130

环保认同感
环保宣传 0.115 0.157 0.464
经济激励 -0.412* 0.214 0.055

因变量

（环保行为后测水平）

核心自变量

（垃圾分类干预策略）
β SE P

垃圾分类
环保宣传 0.723*** 0.148 <0.001
经济激励 0.702*** 0.204 0.001

绿色出行
环保宣传 0.135 0.144 0.347
经济激励 -0.007 0.198 0.975

关闭不使用插排
环保宣传 0.355** 0.151 0.019
经济激励 0.142 0.207 0.493

关闭不使用电器
环保宣传 0.330** 0.142 0.020
经济激励 0.499*** 0.193 0.010

随手关灯
环保宣传 0.433** 0.171 0.011
经济激励 -0.002 0.232 0.994

合理使用“峰谷电”
环保宣传 0.264* 0.154 0.088
经济激励 0.126 0.212 0.552

循环利用水资源
环保宣传 0.295** 0.140 0.035
经济激励 0.112 0.191 0.557

节约饮用水
环保宣传 0.054 0.150 0.718
经济激励 -0.001 0.204 0.996

自备购物袋
环保宣传 0.207 0.144 0.347
经济激励 0.156 0.197 0.430

购买节能电器
环保宣传 0.388*** 0.128 0.002
经济激励 -0.076 0.175 0.665

出游时自带洗漱品
环保宣传 0.299** 0.144 0.038
经济激励 0.190 0.196 0.331

不使用一次性餐具
环保宣传 -0.086 0.143 0.546
经济激励 -0.065 0.195 0.738

环境政策支持度
环保宣传 0.228 0.160 0.154
经济激励 0.178 0.219 0.416

公民性行为
环保宣传 0.247 0.157 0.116
经济激励 -0.005 0.214 0.982

表 3

注：*** p<0.01, ** p<0.05, * p<0.1；在每个方程中，个体人口属性、两类心理认知变量及受检验行为的前测水平均被控

制，由于结果较为繁杂，本表不再展示。

两类策略的直接效果和溢出效应（n=200）

环保认同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由于垃圾分类行为的干预策略对两类心理变

量具有显著影响（见表 4），当控制这两类政策虚

拟变量后， 如果心理变量仍与个体行为之间呈现

显著相关， 那么该变量能够解释干预策略与行为

之间的关系， 反之该变量的中介效应假设则被证

伪。 表 5 展示了两类心理变量与非目标环保行为

之间关系的似无关回归结果。

表 4 两类策略对环境关心度和环保认同感的影响（n=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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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

（环保行为后测水平）

核心自变量

（心理变量的后测水平）
Β SE P

绿色出行
环境关心 0.135** 0.063 0.033

环保认同感 0.196*** 0.063 0.002

关闭不使用插排
环境关心 0.124* 0.067 0.063

环保认同感 0.214*** 0.066 0.001

关闭不使用电器
环境关心 0.127** 0.062 0.041

环保认同感 0.199*** 0.061 0.001

随手关灯
环境关心 -0.027 0.077 0.724

环保认同感 0.169** 0.076 0.026

合理使用“峰谷电”
环境关心 0.029 0.070 0.685

环保认同感 0.049 0.070 0.482

循环利用水资源
环境关心 0.023 0.063 0.721

环保认同感 0.212*** 0.064 0.001

节约饮用水
环境关心 0.092 0.066 0.161

环保认同感 0.272*** 0.064 <0.001

自备购物袋
环境关心 0.052 0.065 0.423

环保认同感 0.140** 0.065 0.031

购买节能电器
环境关心 0.129** 0.056 0.022

环保认同感 0.181*** 0.057 0.001

出游时自带洗漱品
环境关心 0.116* 0.063 0.068

环保认同感 0.211*** 0.063 0.001

不使用一次性餐具
环境关心 0.054 0.065 0.407

环保认同感 0.194*** 0.063 0.002

环境政策支持度
环境关心 0.355*** 0.068 <0.001

环保认同感 0.110 0.067 0.104

公民性行为
环境关心 0.123* 0.071 0.084

环保认同感 0.050 0.072 0.486

表 5

上表显示， 在受到宣传策略正溢出影响的七

项环保行为中， 环境关心度与其中四类具有显著

的正向关联，因此对于这些行为，不断强化的环境

关心度是宣传策略正向溢出的一类解释机制，故

假设 2c 成立。 然而对于剩下的三类行为（随手关

灯、合理使用“峰谷电”和循环利用水资源），环境

关心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因此该变量无法解释宣

传策略对这三类行为的正溢出， 这意味着仍有未

知的中介机制 能 够 促 生 宣 传 策 略 的 正 向 溢 出 效

应。 例如，宣传手段可能进一步提升了个体践行环

保主义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进而提高了

他们参与这些行为的意愿 （Steinhorst & Matthies,
2016）。

同时，环境关心也与一些未被检测到正溢出的

行为相关 （绿色出行和两类公共领域环保行为）。
因此对于这些行为而言， 环境关心的正溢出路径

同样存在，但总的正溢出却并不显著。 这意味着可

能存在某些负向机制，它们“抵消”了环境关心产

生的正向作用。 如基于道德许可理论（Moral Li-
censing Theory）（Zhong et al., 2009）， 宣传策略在

增强环境关心度的同时也可能强化了居民的自我

道德形象感（Moral Self-image），由于搭乘公共交

通出行或参与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普遍具有较高

的行为成本，这类自我认知或许为他们后续的不作

为提供了道德上的 “免责许可”（Van Der Werff et
al., 2014）；又如目标框架理论（Goal Framing Theo-

注：*** p<0.01, ** p<0.05, * p<0.1；在每个方程中，两类策略的虚拟变量、个体人口属性、两类心理变量及受检验行为

的前测水平均被控制，结果不再展示。

两类心理变量与环保行为的关系（n=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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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认为，当个体面临的行为选择难度较高时，他

们 的 享 乐 或 私 益 性 目 标 感 知 （Hedonic or Gain
Goal）也会被激活，这往往会弱化如环境关心等规

范 性 目 标 感 知（Normative Goal）所 产 生 的 积 极 作

用（Steg et al., 2014）。
另一方面， 环保认同感与十类私人领域的环

保行为之间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由于经济策略对

于环保认同的“挤出”已得到支持，因此与假设 2d
一致， 经济诱导能够削弱个体的环保认同进而阻

碍居民参与其他环保行为。 该负向机制的效应量

较小，未能进一步引发奖励策略的负溢出效应。 輥輯訛

其原因在于，和既往研究一样，本研究仍然是一个

短期的干预实验，随着实验进程的拉长，外在激励

对于个体内在环保动机的“挤出”或可伴随自利性

社群规范的不断固化而增强， 进而导致负溢出的

显现。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当前备受我国各界重视的生活垃圾分

类政策为研究对象， 检验了宣传教育和经济利益

诱导两类具体策略的实施效果， 尤其关注它们对

非目标环保行为的溢出效应。 为期 3 个月的实验

结果显示， 尽管这两种策略均能够有效推动居民

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但宣传策略更易产生正向溢

出。 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不断强化的环境

关心度是解释宣传策略正向溢出的一个机制，而

外部激励对于环保认同感的“挤出”则是经济策略

难以产生正溢出，甚至可能引发负溢出的原因。
针对存在文献大多聚焦于环境公共政策的直

接效果而未能充分揭示其溢出效应这一不足，本

文首先比较全面地检视了居民垃圾分类政策对若

干非目标环保行为的影响，并识别了正、负两类溢

出路径， 从而为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了新的

研究视角；其次，本研究指出了经济激励策略在动

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上存在的局限性， 即外部奖

励在增强个体自利意识的同时， 也会削弱个体内

在的环保动机， 进而阻碍其自愿参与其他环保行

为；再次，本研究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旨在分

析微观个体对于政策安排的行为与心理反馈，且

在研究方法上向具有更高内、 外部效度的田野实

验法靠拢， 这或许能为推动我国行为公共管理研

究的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輥輰訛

本 文 的 研 究 对 综 合 施 策 亦 有 重 要 的 指 导 意

义，决策部门应重视对溢出效应的准确识别，并将

其纳入到政策设计与评估的框架中， 充分发挥能

够产生正溢出政策的“杠杆”作用，助推（Nudge）居

民广泛参与环境保护，收获多种政策效果。 本文揭

示了当前正大力推进的垃圾分类政策在培育居民

“亲环境”行为方面的“杠杆”效应，并进一步指出

在政策的具体设计与执行中不应片面依靠经济激

励， 仍需高度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和个体生态规范

感的培育。
研究的局限在于：其一，如前文所述，研究仅

对政策溢出进行了短期观测， 无法捕捉该效应的

长期变化趋势；其二，本文识别的中介机制仅能部

分解释政策溢出的发生， 未来研究可以对溢出机

制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 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打

开个体行为反馈的“黑箱”，也能为如何最大化正

溢出效应提供更加丰富的政策参考。 其三，实验本

身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首先，由于现实政策推进

中对同一社区的居民往往只会采取相同的行为干

预方式，研究无法做到完全随机分配被试，这可能

会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其次，尽管研究样本随

机选自社区居民，研究结论更贴近真实世界，但在

样本的数量和代表性上仍有一定局限；最后，囿于

个体环保行为的实际观测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本

文基于既往文献普遍采用的自我测评方式评估居

民的行为水平， 因此无法有效回避被测群体潜在

的“社会期许”效应及其导致的测量误差。

注释：
①非正式 回 收 部 门（Informal Recycling Sector）是 指 以

回收废品为营生手段的拾荒者、 流 动 商 贩 或 小 型 回 收 摊

点，该因素的存在会显著提升居民的垃圾 分 类 水 平（徐 林

等，2017）。
②“经济组”的参与者 被 告 知 参 与 垃 圾 分 类 会 受 到 奖

励。 回收公司在社区周边开设了垃圾投放点和超市，居民

也可直接呼叫公司的上门服务进行垃圾投掷。 系统后台依

据前端工作人员对居民垃圾分类 的 评 估 结 果 自 动 为 各 居

民的“绿色账户”进行充值，居民可凭借账户内的积分在超

市中进行消费。 该类激励在实验期间并未向“环保组”和控

制组的参与者提供。

③题项内容参照徐林等的测评指标（徐林等，2017）。

④题项内容参照 Lanzini 和 Th覬gersen（2014）、Th覬gersen
和 魻lander（2003）的测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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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环境关心 度 题 项 内 容 参 照 洪 大 用 等 的 环 境 关 心 量

表 （洪大用等，2014）； 环保认同感题项内容参照 Truelove
等（2016）的测评指标。

⑥垃圾分类：前测 CR 值=0.88，后测 CR 值=0.84；绿色

出行：前测 CR 值=0.89，后 测 CR 值=0.91；政 策 支 持：前 测

CR 值=0.82，后 测 CR 值=0.76；公 民 性 行 为 ：前 测 CR 值=
0.88，后测 CR 值=0.88。 本文主要使用组合信度（CR）而非

克朗巴哈系数评估变量内部信度是因为 CR 考虑了对因素

载荷的估计（Hair & Ringle, 2011），尤其当数据呈现多维特

征的时候，CR 更准确（Fornell & Larcker, 1981）。
⑦环境关心度：前测 CR 值=0.80，后测 CR 值=0.80；环

保认同感：前测 CR 值=0.67，后测 CR 值=0.70。
⑧数据来源于 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

⑨由于本文 主 要 目 的 仍 在 于 探 讨 行 为 干 预 策 略 能 否

发生溢出效应，并未详细了解居民对各类行为具体的认知

情况，因此无法精准地判断为何正溢出仅在部分行为上得

以体现，这一问题需要未来更加精细的研究予以解答。

⑩尽管前文 并 未 发 现 经 济 策 略 对 非 目 标 行 为 总 的 负

向影响，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显著与否并非是识

别中介机制的必要条件（温忠麟、叶宝娟，2014），因此外在

激励的负溢出路径可能仍然存在。

輥輯訛将经济策 略 对 认 同 的 回 归 系 数 与 认 同 感 对 行 为 的

回归系数相乘， 可计算环保认同这一中介机制的效应量。

结果表明，对于本文考察的所有环保行 为，该 机 制 的 效 应

量均在-0.1 左右浮动，程度较弱。

輥輰訛近 几 年 来，“行 为 公 共 管 理”（Behavioral Public Ad-
ministration） 这一概念正不断被国际公共管理学者所倡导

（Grimmelikhuijsen et al., 2017）， 并开始被国内学者引入。

行为公共管理学加强了心理学 与 公 共 管 理 学 之 间 的 学 科

对话，相关研究往往集中于公共管理情 境 中 微 观 个 体（或

群体）的行为决策模式，通过运用心理 学 等 行 为 科 学 知 识

及实验研究方法，探讨政府决策行为的 形 成 与 输 出、公 众

的心理体验与行为反馈（张书维、李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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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测量题项

目标行为：垃圾分类（HWS）a

HWS1：可回收垃圾（纸张、纸板、牛奶盒、金属、塑料瓶、玻璃瓶、橡胶、废家电）
HWS2：厨余垃圾（剩菜剩饭、食品残渣）
HWS3：有害垃圾（废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
HWS4：其他垃圾（烟灰、尘土、厕纸、餐厅纸、陶瓷片、废衣物、塑料袋、一次性纸杯餐具）

非目标行为：
节电（ES）a

ES1：有事外出时，您会主动切断家中插排的电源吗？
ES2：平常会切断不使用的电器的电源吗（如拔下插头而不是让它继续待机）？
ES3：是否会避免重复照明呢（比如您使用台灯就可以看书时，是否会将房间内其他灯光关闭）？
ES4：您是否会有意识地避免在峰值时期（早 8 点至晚 10 点）用电？
节水（WC）a

WC1：您会循环利用水资源吗（比如洗完衣服的水留着拖地或冲厕所）？
WC2：喝不完的水会直接倒掉吗？
绿色出行（GT）a

GT1：您会骑自行车、搭公交或地铁去上班吗？
GT2：您会骑自行车、搭公交或地铁去逛街吗？
GT3：您会骑自行车、搭公交或地铁去和朋友聚会吗？
绿色消费（GS）a

GS1：买东西的时候您会自己携带购物袋吗？
GS2：买电器会专门买节能电器吗？
GS3：假如您要出差，您会带上自己的洗漱用品吗？
GS4：外出就餐时会使用一次性餐具吗？
环境政策支持度（EPS）b

EPS1：是否支持政府重罚破坏环境的居民或企业？
EPS2：是否支持政府向破坏环境的居民或企业征税？
EPS3：是否支持政府向居民或企业提供环保信息和培训？
公民性行为（ECA）b

ECA1：是否愿意参加环保组织、社团？
ECA2：是否愿意向环保组织捐款？
ECA3：是否愿意参加社区环保公益活动？
ECA4：是否愿意参加政府举办的环保听证会？

心理变量：
环境关心度（EC）c

EC1：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常常导致灾难性后果。
EC2：地球只有很有限的空间和资源。
EC3：如果一切按照目前的样子继续下去，我们很快将遭受严重的环境灾难。
EC4：环境保护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环保主义认同感（PEI）c

PEI1：您觉得您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吗？
PEI2: 我并不是那种非常想要参加环境保护的人。 *

PEI3: 当别人认为您是环保主义者时，您会尴尬吗？ *

a 1=“从来不”； 2=“几乎不”； 3=“有时会”； 4=“经常会”； 5=“总是”

b 1=“非常不愿意”； 2=“不愿意”； 3=“看情况”； 4=“愿意”； 5=“非常愿意”

c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一般”； 4=“同意”； 5=“非常同意”

* 反向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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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Dynamic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Urban-Rural Multiple Interaction

Wang Jinjun1， Wang Fengjie2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2.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Business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The basic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relatively backward r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
ization are not mutually conflicting. They are essentially interlinked.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not to
increase resources input， but to establish a cognitive system that integrates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iza-
tion， and to build a policy path that integrates with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and overall planning of popula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dustry and
spa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nly by realizing the organic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an we really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motive for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alize the lasting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urban and rural； interaction； dynamic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ntrepreneurial Policy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Survey Made in Zhejiang Province

Liu Yuxia， Ren Dandan
（Wenzhou Univercity， Wenzhou 325000）

Abstract： Based on 245 samples of 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 empirical anal-
ysis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support policies for returning entrepreneu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79.43% of
the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obtained the policy acquisition supports， in addition， the average number of
items accessed 3.22 support policies. What’s more， once the education level of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s
were raised， their policy support also increased by 12%. Every additional work experience for returning mi-
grant workers outside their hometowns will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ro-business policy supports by 3.9% after
returning home. The number of people employed in entrepreneurship increased by 15%， then the number of
support policies was increased by 15 per cent， and the number of support policy items obtained was reduced
by 37 percent if every understanding level of entrepreneurial policy getting lower. Corresponding policy im-
plication is that we sh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nd increase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 to un-
derstand and upgrade the scale of entrepreneurship，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obtain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
for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and eventually achieve better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

Key words：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policy acquisition； influence factors

Spillover Effects of Behavioral Strategies to Promote Household Waste Separation：
A Field Quasi-Experiment

Xu Lin， Ling Maolia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When 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ast research tends to focus on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target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PEB）， while un-
derestimating their poten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other nontarget pro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The curr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examine environmental appeals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to promote household waste
separation in terms of their influences on a variety of PEBs via a field quasi-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initiatives improved waste sorting performance equally， while the environmental framing could increase
more nontarget PEBs compared with its economic counterpart. Further mediation analyses reveal that the
strengthened environmental concern could help explain th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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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ls， and that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external rewards on pro-environmental identity inhibited the oc-
currence of positive spillover and made negative spillover more likely. The investigation into such spillover
can contribute to academic accumulation and help policymakers optimize their behavioral strategies within
the environmental domain.

Key words： household waste separation； spillover； economic incentives； environmental appeals； field
quasi-experiment

The Duality of Tactility：The Reason Why Compassion Is Possible
Zhang Zai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100）
Abstract： For quite a long time， even if it is difficul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I and others can be

integrated according to the “sympath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assion” with “theory of sympathy” is
still the dominant view about how “compassion” is possible. However， due to the inevitable rise of a more in-
depth Confucian benevolence theory of “sensation of pain”， and the pain experience belonging to tactility which
has the “duality” characteristic of “having me in you and having you in me”， “duality” of tactility reveals
the true reason for the possibility of “compassion”. Realizing it not only helps us understand why the “compas-
sion” can lead to “oneness of benevolence” as an indivisible whole， but also mak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
passion” to be illustrated， such as intuition，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cultivating benevolence with
life， and ontology etc.

Key words： theory of sympathy； compassion； the duality of tactility； benevolence theory of “sensation
of pain”

Reflections on Confucian Benevolence
Xie Yangju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Abstract： Starting from Confuciu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difference of the benevolence for reciprocity

and the benevolence of human nature， which have been verified in history. This logical difference is embod-
ied in the limitation of the mutual compensatory demands of the benevolence for reciprocity， which caused
the deficiency of the transcendence and universality of Confucian ethic， and also “The approaches of benev-
olence” developed by Confucians can be hardly popularized. Therefore， it can be further reflected that
“What you do not want upon yourself， do not upon others.” is an ethical formula lack of active ethical obli-
gation， which is necessary to be converted into a principle of active ethical obligation.

Key words： benevolence； mind and nature； humanity means loving all the people； oblig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o Zi’s Taoism and Chuang-tzu’s Enjoyment in Untroubled Ease
Wu Daof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bstract： This paper renew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opic of Chuang-tzu’s Enjoyment in Untroubled

Ease. Sima Qian once appraised that the most essential point of Chuang-tzu’s theory lied on the words taken
from Lao Zi. However， the scholars in the past failed to make it explicit. As the beginning chapter， Enjoy-
ment in Untroubled Ease puts the purpose and main theme clear that this article is aimed to explain and ex-
tol Taoism. By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Lao Zi and the witchcraft tradition in ancient China， some
newly found implications of his Taoism would be definitely dig out. Taoism is originated from the religious
deities like “God”， “Heaven”， etc. Although they are no longer the type of gods with human characters， it
still turns out to be the Creator with the determining power to create the universe and dominate everything.
There are altogether 3 parts in the passage. Literally speaking， it seems like that Chuang-tzu is preach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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